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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学界围绕美国对外战略演化逻辑的研究形成了分别以体

系和国家为核心变量的三种理论模式。 然而，这些理论模式的自身缺陷使它们始终无

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因果解释机制。 基于此，作者提出一个

以社会联盟为切入点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国内社会变量纳入研究范畴，表明以美

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为出发点，其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逻辑本质上体现的是

一个以国际体系压力为干预变量、以国内政治过程为中介变量、以国内社会联盟格局

演化为核心变量所形成的因果作用链条。 以这一理论构建为基础，结合二战结束以来

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进程，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进可以具体划分为自由国际主义的

兴起、衰落以及瓦解三个阶段，而直接推动上述阶段性演进的美国国内政治运作机制

则经历了从“党派合作”———“强总统、弱国会”到“政治极化”———“弱总统、强国会”

的变迁过程。 当前，在国际体系压力“碎片化”和国内社会结构“两极化”的背景下，美

国对外战略的未来走向将难免呈现出“钟摆”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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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美国军事学院就当时陷入困境的

阿富汗安全形势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 他指出，基于塔利班组织再度兴起给阿政府甚

至地区稳定带来的严重威胁，美军在阿富汗的现有兵力已不足以有效应对这一新挑

战。 基于此，美国决定调整对阿政策，向该国增派 ３ 万余名美军士兵，以尽快扭转不利

局面、恢复阿国内和平。 同时，奥巴马在演讲中为此次增兵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条

件，强调这部分增派的地面部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前撤回，并保证阿富汗不会成为“第
二个越南”，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将以广泛的国际协调和盟友合作为基础，最终目标

是彻底结束战争。①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奥巴马的上述演讲传递出两个相互冲突的信

号。 一方面，美军增派大规模地面部队的做法显然意在对塔利班形成进一步威慑，是
对既有干预政策的升级；另一方面，这次调整中明确规定的 １８ 个月撤军期限又很有可

能造成一种消极后果：既然塔利班清楚地知道美军撤离的时间表，那么它完全可以等

待美国力量退出后再从事大规模恐怖主义活动。② 正如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

雷厄姆（Ｌｉｎｄｓｅｙ Ｇｒａｈａｍ）在回应奥巴马演讲时指出的，“尽管总统极力向民众表明我

们不会再一次深陷战争，但问题是，敌人也听得到”。③

透过以上这些看似矛盾的信息，我们不难发现，奥巴马在做出此次关于阿富汗政

策调整的重要决策时，本质上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方向的“交错压力（ｃｒｏｓ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首先，作为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需要有效应对塔利班崛

起给美国带来的国际政治压力。 其次，作为民主党及其国内支持者的政治联盟领袖

（ｐａｒｔｙ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他又必须考虑自身所在阵营强烈的反战立场，承受着

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④ 具体而言，如果奥巴马政府无法对塔利班的再度兴起进行及

时有力的回应，阿富汗局势的持续恶化不仅危及地区安全，而且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

地位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然而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奥巴马上台后的首要外交目

标在于改变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单边主义战略从而扭转过度扩张的困境，通过推行

·９５·



①

②

③
④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Ｗ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０９．

Ｃｏｌｉｎ Ｄｕｅｃｋ， Ｔｈｅ Ｏｂａｍ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ｄａ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５５．

Ｂｏｂ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Ｏｂａｍａｓ Ｗａ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２０１１， ｐ．３３６．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４５－１５０．



全球战略收缩将主要精力及资源用于国内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复兴。 这样，美国在阿富

汗的行动不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其军事力量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撤离时间表。 就国

内政治来说，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内政、外交等一系列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极
化（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局面，奥巴马增派地面部队所展示出的强硬主要是为防止共和党人

就国家安全议题对其施压；但更重要的是，在派兵的同时提出撤军时间表的做法，则意

在回应他所依靠的民主党国内政治联盟的诉求，尤其是党内反战派的利益，对反恐战

争进行淡化处理，以确保其核心政策议程———国内经济和社会的自由化改革———得以

顺利推进，防止反恐战争成为“奥巴马版”的越南战争。①

由此可见，在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奥巴马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进行了

看似相互矛盾却又有着深刻内在逻辑的战略调整，而且从结果看，对阿富汗增加投入

的压力最终让位于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以推进民主党国内核心政策议程的需要。
这一事实表明，国内政治联盟的诉求连同与之密不可分的个人及其所在党派的政治利

益，是奥巴马制定对外战略的决定因素。 可以说，这就是美国向阿富汗增派地面部队

的同时设定撤军时间表的根本原因。
奥巴马面临的上述双重压力在美国外交史上屡见不鲜。 与之相应，国际关系学界

围绕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分别发挥着何种作用这一问题，也一直存

在各种各样的争论。 例如，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政治学者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

（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便在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由于美国推行以两党

制和权力分立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政府在制定对外战略时便不得不解决由决策“政治

化（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而来的低效率难题，这就导致美国的外交实践难以充分满足其作为

一个大国的战略需要。② 然而另一方面，代表国际关系传统主流理论的现实主义则认

为，地缘政治及其背后的国家利益考虑始终是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的决定因素，
两党与它们各自代表的政治力量尽管在各类国内议题上存在大量分歧和斗争，但“政
治止于水边（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ｔｏｐｓ ａｔ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ｅｄｇｅ）”———两党在国内议题上形成的相互斗

争态势不能影响外交上的团结协作———的戒条历来是美国大战略制定的最重要原则，
因而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国内政治制度并未对外交构成实质性影响。③

通过回顾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外交史可以发现，以上两种

视角均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背后的逻辑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首先，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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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制衡的国内政治制度观察美国外交存在机械化的根本缺陷。 例如，近年来总统和国

会、民主党同共和党在对外战略上的确表现出了明显的党派性（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使得美

国外交总是处于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钟摆”状态中；然而在冷战时期，两党以及行政—
立法机构却在对外战略上有过长期有效的合作，形成了具备跨党派（ｂｉ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特
征的“冷战共识（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最终帮助美国成功地构建起一套稳定的、以
对共产主义阵营进行遏制和在所谓“自由世界”推进多边合作为核心内容的自由国际

主义（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战略。① 毫无疑问，上述两种相反的情况无法根据国内政

治制度给出逻辑一致的论证。 其次，认为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和演化中扮演

关键角色的现实主义观点忽视了美国作为一个“单元”所具备的内部复杂性，将国际体

系层面的影响泛化和绝对化。② 例如，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说明为何同样处于美苏对峙的

两极格局之下，美国在冷战初期兴起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便开始衰

落，两党在外交上的分歧和冲突逐步取代了共识与合作；③类似地，它也无法解释为何同

样处于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单极时刻（ｕｎｉｐｏｌａｒ ｍｏｍｅｎｔ）”，比尔·克林顿政府同小

布什政府却在美国对外战略选择上出现了方向性的差异。④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变

迁中各自发挥着何种作用？ 如何将二者在逻辑上进行关联与统合，才能形成一个更为

系统并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 为了完成此项任务，笔者将

在系统总结并反思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层次的研究变量，
构建一个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社会联盟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以探

究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力及其政治运作机制，并由此找到研究其战

略实践的正确路径。

二　 研究对象及其界定

美国的对外战略或曰“大战略（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通常是指该国为实现其安全（ 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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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ｉｔｙ）、权力（ｐｏｗｅｒ）、财富（ｗｅａｌｔｈ）和价值观（ｖａｌｕｅ）等国家利益而对军事、外交和经

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① 从利德尔·哈特（Ｌｉｄｄｅｌｌ Ｈａｒｔ）、沃尔特·李普曼（Ｗａｌｔｅｒ

Ｌｉｐｐｍａｎｎ）和乔治·凯南（Ｇｅｏｒｇｅ Ｋｅｎｎａｎ）到罗伯特·阿特（Ｒｏｂｅｒｔ Ａｒｔ）、巴里·波森

（Ｂａｒｒｙ Ｐｏｓｅｎ）及柯庆生（Ｔｈｏｍａｓ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大量学者的相关研究尽管侧重点不同，

但都一致认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本质就是利益与权力、目标与手段间的平衡与统筹。②

这种解释暗含了一项假定，即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明确和统一的概念，因此其对外

战略的目标在于有效回应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维护并增进其利益。 显然，这一假定

反映出的是一种长期以来主导国际政治（包括美国对外战略） 研究的“结构主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范式，即抽象掉了影响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国内政治、社会因

素，将国家作为一个内部统一和同质化的单元进行分析，认为国际体系压力对美国对

外战略的影响是直接和线性的。 然而就像美国学者本杰明·福特汉姆（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ｏｒｄｈａｍ）指出的，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多元化特征，国际体系压力在任何时期对美国

国内不同的政治行为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ｏｒ）所造成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这就导

致国内行为体在外交上的利益诉求及其对国际体系压力的认知迥然不同甚至经常出

现矛盾，进而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成为各类国内行为体进行博弈的“政治斗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的结果。 忽略这一点，我们便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变

迁给出合理的解释。③

无独有偶，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国内政治根源的美国学者彼得·特鲁波维兹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也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并非为分析其对外战略的预设前提，而是

国内各地域间进行斗争的政治产物。 因此，国家利益以及为维护这种利益而制定的对

外战略，本质上并不能体现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全貌”，这就意味着美国并不存在一

种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事实，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从

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层面转移到地域（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层面，只有这样才能对所谓国家利益进行准

确界定，进而找到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逻辑。④ 正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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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ｒｔ， Ａ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Ｌｉｄｄｅｌｌ Ｈａｒ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ａｅｇｅｒ， １９５４， ｐ．３１；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ｉｐｐｍａｎｎ，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ｈ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 １９４３； Ｇｅｏｒｇｅ Ｋｅｎｎ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
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Ｂａｒｒｙ Ｐｏｓ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ｐ．１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ｒｔ， Ａ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３；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Ｕｓｅｆｕｌ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ｏｍｅｓ⁃
ｔｉｃ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１９４７－１９５８，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７．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Ｕ．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４９－１９５１，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３．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ｐ．ｘｉｉｉ－ｘ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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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围绕“美国是否衰落”展开的学术辩论那样，以保罗·肯尼迪（Ｐａｕｌ Ｋｅｎｎｅｄｙ）为

代表的“衰落派”更多的是以美国传统中心东北部（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的视角来看待美国

面临的挑战，而以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 Ｊｒ．）为代表的反对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将论

点建立在美国南部（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和中西部（ ｔｈｅ Ｍｉｄｗｅｓｔ）新兴产业在信息革命中处于全

球领先地位的基础上。 显然，从不同观察视角出发，二者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①

本文对美国对外战略的界定同样建立在反思结构主义并将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

纳入分析范畴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体系、国家及社会

三层次变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其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国际体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国家 ／政府（ｓｔａｔ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以及国内社会（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分别扮演着干预变量

（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中介变量（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和核心变量（ ｃｏｒ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的

角色。 具体而言，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并不能直接塑造美国的对外战略，它必须通过

对国内行为体施加影响来发挥作用。 一方面，由于美国以地域、社会阶层和产业部门

等为代表的国内社会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体系变量对上述社会变量既有可能产生

相似的影响，也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冲击，从而极易使它们在外交上形成趋同或差异化

的诉求、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和相应的战略选择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构成相互合作或彼

此竞争的各类社会联盟；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一直以来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

的政治制度，这些社会联盟便得以通过影响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

的外交政策立场，从而在国家 ／政府层面形成具有互助（ ｌｏｇｒｏｌｌｉｎｇ）或对抗（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

ｔｉｏｎ）性质的各类政治联盟（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最终，以国会政治博弈为中介，美国的

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这一政治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多数联盟（ｗｉｎｎｉｎｇ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意志的体现。 所以，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演化所蕴含的根本机理是一种建立在社

会联盟格局变迁及其力量博弈基础上的国内政治逻辑，其中美国多元化社会利益间的

共识与冲突是这种政治博弈背后的核心驱动力。

三　 既有研究的反思

概言之，已有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逻辑的探讨可据其研究路径或理论模式分

为三类：体系中心论（ｓｙｓｔｅｍ⁃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国家中心论（ ｓｔ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以及试图将体系变量与国家变量结合起来进行梳理和考察的新古典现实主义（ｎｅｏ⁃

·３６·



① Ｐａｕｌ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７， ｐ．５２９；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 Ｊｒ．，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０， ｐｐ．２１９－２３０．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在本部分，笔者将以上述三种路径为依据对既有的理论解释进行

回顾，并分析和比较其优势及不足，从而为后文提出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美国对外战

略演化的理论框架奠定基础。
（一）体系中心论

以体系为中心的理论模式一直以来都主导着国际关系和对外战略研究。 究其原

因，主要是国际体系本身即蕴含着一种对于任何国家的对外战略都不可忽视的影

响。① 因此，体系中心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抽象掉了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的作用，
以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间的外交互动建立理论假设。 就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而言，
体系中心论者的相关研究分为两类：理论上，将美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单元，以探

索单元一般行为模式的方式揭示美国对外战略的特点；实践中，根据理论分析的结果

探究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
在理论层面，体系中心论认为一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背后的核心动力就是来自

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② 在承认体系压力对国家战略行为施

加决定性影响的前提下，体系中心论者从对国家战略偏好的不同理解出发，分别产生

了基于权力假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和基于安全假设的防御性现实

主义（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得出了关于国家行为模式的两种结论。 首先，以约翰·米尔

斯海默（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体系压力促使一国对外

战略追求的目标是权力最大化，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极度稀缺的资源，国家总

是为安全而担忧。③ 因此，各国纷纷把扩大自身相对于别国的权力作为对外战略的首

要目标，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壮大自己。 最终，当一个国家的权力足以使之成为体系

霸主时，该国才能获取绝对意义上的安全。 当然，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也承认，虽然体系

压力促使任何国家都有权力最大化的战略偏好，但同时也经常在实践中对其形成阻

碍。 因此，权力最大化的目标应建立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上。 例如，米尔斯海默就主张

美国在冷战后推行“离岸平衡（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战略，从而降低对外战略成本，确保

全球领导地位的维持。④

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反，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并非稀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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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１， １９９２， ｐｐ．１７７－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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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２００１， ｐｐ．２１－２２，

ｐｐ．３１－３９．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２，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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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相反，安全是充足的。①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想保障自身生存，最理想的策略是

保持体系均势并在武器技术上实现进攻与防御间的平衡；在此基础上，国家间还可通

过合作维持和平。② 因此，权力最大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危险的，因为扩张性对外

战略总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制衡，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才

是国家的首要目标，权力只是达致安全的手段，只有坚持权力适度原则，才能在体系中

生存下去。③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虽然都承认体系变量在

国家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方面的决定性意义，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这就表明，体系

中心论者在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战略这二者间还未建立起严格的因果解释机制。 同

时，这也揭示出体系理论蕴含的一大内在悖论：一方面，体系压力与对外战略间需要纳

入更为具体的变量，才能发展出分析和预测国家战略行为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这种

努力又不可避免地会破坏体系理论的简约性和普遍性。 简言之，上述问题反映到美国

对外战略研究上，便表现为解释力不足、不同流派的理论外沿过于宽泛，以至于其分析

结果的伸缩性太大。

以现实主义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分析为例。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冷战的结

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地区霸权。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在于防止

欧亚大陆的潜在对手成为西欧、中东或东亚的霸权。④ 因此，美国应推行离岸平衡战

略，其中强大的海外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是该战略得以维系的关键。 而按照防御

性现实主义的观点，冷战的结束使保持欧亚大陆均势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关切。

为避免潜在大国威胁这种均势、进而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应该推行一种基于防

御性目标的“选择性接触（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战略，在避免过度干预海外事务的同

时维持一定的海外承诺与前沿部署。⑤ 不难发现，以上两种理论虽然有着不同的假

设，但却在美国对外战略的解释上出现了明显的趋同现象。 结果是，就连防御性现实

主义的代表阿特也承认，在欧亚大陆存在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的潜在对手的情况下，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⑥ 此外，这两种体系理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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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就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给出令人信服的分析。 例如，在体系没有发生变化

的情况下，为何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以审慎的“参与—扩展（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

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为核心的对外战略更多地体现出防御性现实主义色彩，而在布什任内却因

极具进攻性现实主义特点的单边主义战略而走向全球过度扩张？

总之，体系中心论的核心假设———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是一元、理性的行为体以及

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上的核心论点———体系变量在一国对外战略演化的过程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都存在逻辑缺陷和经验解释的不足。 笔者认为，体系因素的确是影响美

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变量，但并非核心变量，因为体系演化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经常出

现不同步的现象。 因此，只有将单元层次的变量纳入研究视野，并将其与体系结合起

来进行考察，才能完成构建对外战略理论的任务。 这一点也成为冷战后兴起的新古典

现实主义试图解决的难题。

（二）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试图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双层变量结合起来解释国家

对外战略的研究路径。 按照吉登·罗斯（Ｇｉｄｅｏｎ Ｒｏｓｅ）的总结，新古典现实主义具有

三点特性：第一，研究对象是具体的国家战略行为；第二，与体系理论一样，将国际压力

视为国家对外战略演化的根本原因，但该理论并未对国际体系做出紧张还是温和的定

性，避免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在权力与安全假设上的争论，确保了理

论的价值中立；第三，将国内政治作为干预变量纳入解释模型，以增强经验上的准确

性。① 就这一路径对美国对外战略的探讨而言，最主要的代表作品是科林·迪克（Ｃｏ⁃

ｌｉｎ Ｄｕｅｃｋ）的《不情愿的十字军战士：权力、文化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

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出发，迪克认为，美国对外战略调整背后的驱动力

有两个：一是国际体系压力，二是美国特有的战略文化，其中前者作为核心变量构成了

美国战略调整的根本动力；后者作为干预变量，则通过影响战略决策制定的过程而决

定了调整的内容。 因此，只有系统考察美国的战略文化，才能准确分析其对外行为。

迪克认为，有两类战略文化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战略，即“自由主义（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和

“有限责任（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②

首先，自由主义一直以来都是推动形成美国国家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根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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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传统。① 这一传统反映到国际关系上，便集中表现为一种持之以恒的信念：相信国

际政治能够通过推广民主政体、自由贸易及多边合作，从根本上摆脱以战争、冲突和均

势为特征的旧有模式，实现世界和平。② 因此，美国对外战略的最终目标就在于构建

这样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国际新秩序。③ 那么美国应如何实现自由主义的上述

目标？ 既然作为美国最重要战略文化的自由主义始终存在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

系，它怎样才能解释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迪克提出了另一类影响美国外交的文化，即有限责任观念。

该观念可以被简要定义为：在一国对外战略中反复出现的、致力于避免过多国际承诺

和过高战略成本的自然倾向。 对于美国而言，这一观念是历史经验、地缘环境和自由

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④ 首先，自华盛顿“告别演说”以降，美国一直存在着对与欧洲

列强纷争保持距离这一孤立主义思想的“路径依赖”。 其次，美国特殊的地缘环境使

它得以与其他大国留有足够的缓冲空间，这就令美国人天然地对耗时费力的海外承诺

存有排斥心理。 最后，自由主义对法治和贸易等的强调以及对世界和平与进步的乐观

信念，都使美国对军事干涉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即使有时是战略必需，也至多是一种暂

时选择。

在引入上述变量之后，迪克认为，国内政治对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干预体现为自

由主义与有限责任二者的相互制衡：一方面，自由主义目标的实现始终要求美国将大

量战略资源投射到海外；另一方面，对有限责任的信仰又抑制了美国改造世界的冲动。

为验证这一理论发现，迪克分别对二战和冷战结束时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做了分析。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以前者为例进行说明。

在迪克看来，美国在二战结束时具备四种战略选择：孤立主义（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

ｍｅｎｔ）、推回（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与苏联划分势力范围（ 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和遏制（ｃｏｎｔａｉｎ⁃

ｍｅｎｔ）。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出发，体系中心论无论是以权力还是安全为假设，都只能排

除孤立主义，无法解释为何美国没有采取进攻性的推回战略或是同苏联划分势力范

围，而是选择了遏制战略。 迪克指出，遏制战略形成的原因在于前两者在美国国内缺乏

支持：首先，自由主义信条要求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而非封闭的势力范围，所以通过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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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天下的方式安排战后秩序无法得到国内支持；其次，有限责任观念致力于以较低成

本实现自由主义目标，因而暗含战争风险的推回战略也缺乏政治合法性。 基于此，只有

同时符合美国自由主义信念与有限责任原则的遏制战略才能成为杜鲁门政府的选择。①

新古典现实主义在解释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时，超越了体系中心论的分析框架，

引入了国内政治干预变量，增加了理论的逻辑链条，强化了理论的解释力。 然而，由于

在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仍有一些明显缺陷，这一路径并未就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

的动因给出足够有力的分析。 在经验层面，新古典现实主义将观念作为国内干预变量

的做法，错误地将现象等同于原因，即把美国由对外战略制定而引发的国内政治过程

当作观念冲突，忽略了观念背后更为深刻的动因———利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非政

治的政治观（ａｐｏｌｉｔｉ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例如，该理论无法解释在观念没有发生变化

的情况下，为何民主党人作为冷战之初遏制战略和全球干预的提倡者，转而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极力主张美国进行战略收缩？

在理论层面，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问题在于其仍未摆脱现实主义的局限，认为体系

变量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变量。 必须承认，肯尼思·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关于

国际体系从长历史角度看是任何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动因这一点毋庸置疑，②但现实

主义的这种逻辑在解释特定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外战略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变迁方面显

然不足。 二战后，国际体系赋予美国对外战略的空间异常广阔，因此将体系作为后者

核心变量的做法只能框定其运作的范围，而不能解释其变迁的具体动因和进程。 基于

此本文认为，只有将体系视为干预变量，同时将国内因素作为核心变量，才能找到美国

外交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因。

（三）国家中心论

与体系中心论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相反，国家中心论认为，自 １８ 世纪工业革命以

来，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都是其国内政治的产物。 因此，这一研究路径将国际体系视

为干预变量，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国内政治博弈上，认为后者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变

量。 在此，笔者将以杰克·斯奈德（ Ｊａｃｋ Ｓｎｙｄｅｒ）的《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

张》以及彼得·特鲁波维兹的《界定国家利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冲突与变迁》为重

点，对这一理论模式进行总结和评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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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奈德在《帝国的迷思》中指出，工业化时机对美国国内政治制度进而对对外战

略决策机制的形成有着决定性意义。 作为早期工业化国家，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面

临德国和日本等后来者的困境，因而其经济、社会发展采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模

式。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与社会的力量较为均衡，自由民主式的国内政治体制由此得

以确立并趋于成熟。 基于此，代表不同利益的国内行为体在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过程中

的相互制衡现象就十分普遍，由此令任何单一政党、部门或局部的利益都难以在对外

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制约了美国战略行为中的冒险性，减少了代价

高昂的扩张主义政策。①

斯奈德的这种研究路径引发了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批评。 法里德·扎卡利亚

（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称，斯奈德在分析英美和德日的扩张行为时认为，前两者在对外行为

中比后两者节制的原因在于英美的政治制度以权力制衡为特点，而德日却“卡特尔化

（ｃａｒｔｅ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了，这就导致德日政治精英的权力过度集中且缺乏制约。 然而，体系因

素在上述国家不同战略选择中发挥的作用却被斯奈德忽略了。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英

美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比德日强大得多，因此针对二者的压倒性联盟不大可能出

现。② 如果我们承认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斯奈德的批评是正确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假如国家中心论能更紧密地结合国内政治变量与国际体系变量，这一研究路径便能构

建一个具有充分解释力的对外战略演化理论？ 为了对此进行判断，下面对特鲁波维兹

的理论做简要考察。

虽然特鲁波维兹同样将国内政治作为核心变量进行处理，但他更为重视国际体系

干预变量的影响，认为美国国内不同的行为体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由

国际体系因素参与塑造的。 为了将这种逻辑关系梳理清楚，特鲁波维兹引入了“地域

主义（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概念，指出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是国内不同地域间进行政治斗

争的结果。 首先，由于幅员辽阔，美国国内不同地域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非均衡性，这就

使它们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进而在政策制定时难免引发冲

突。 因此，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动力植根于国内以地域为单位的不同政治力量的斗

争。③ 一直以来，美国的三大地域中心———东北部、西部和南部———始终围绕国家对

外战略的选择（尤其是贸易政策、军费开支和海外干涉等）在国会进行斗争。 其次，建

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地域冲突反映到国内政治层面，便体现为由这些地域产生的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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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始终从自身政治利益（如赢得竞选连任）出发，致力于在与其他地域的博弈中取胜，

从而回应他们代表的那部分选民的诉求。 最后，地域主义结合历史和现实表明，美国

对外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形成有利于特定战略实施的稳定的国内政治共识。

遗憾的是，多元化的地域诉求致使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和演化始终充满着矛盾与斗

争。 结果是，伴随地域力量的此消彼长，美国对外战略在冷战后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

“极化”特点：民主党从自身所代表的东北部利益出发，主张多边主义、减少海外干涉

并进行全球战略收缩，而共和党则以其代表的西部和南部利益为参照，致力于强化美

国的霸主地位，以单边方式推行全球扩张。 在特鲁波维兹看来，由于地域重组在冷战

后形成了东北部与南部 ／西部对峙的局面，因而美国外交中的“极化”现象短期内无法

改变。①

通过梳理以上理论可以发现，国家中心论相较于体系中心论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

方法论优势在于，将国内政治视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变量，弱化了国际体系因素的

作用，从而能够更为精确地把握美国战略行为的演化。 此外，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相比，

国家中心论将理论假设建立在利益基础上，避免了观念因素不可证伪的缺陷，增强了

理论分析的力度。

然而，国家中心视角在构建美国对外战略理论方面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无论是斯

奈德的战略扩张理论还是特鲁波维兹的地域主义理论，都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制

约，认为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天然地导致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会围绕对外战略制定进行

斗争。 这种思维定式的问题在于，将制度设计等同于政治活动，忽略了后者的能动性。

实际上，尽管美国有着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但以利益为出发点，国际、国内变量的共

振同样有可能推动美国国内构建一种关于对外战略的共识，从而超越政治结构的制

约，抑制对外战略制定中的冲突。 当然，这种共识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概念，

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例如，从冷战伊始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自由国

际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战后美国存在时间最长的一项对外战略主导思想，便得益于国内

形成的稳定的“冷战共识”，这一点用权力制衡的国内政治斗争无从解释。 因此，我们

从国家中心论得到的启示是，对于国内因素的分析必须超越政治制度层面，挖掘政治

过程背后更深层次的动因。 为此，笔者将以“社会联盟”作为切入点，把决定美国国内

政治过程的社会变量纳入研究范畴，从而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具说服

力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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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本部分从理论假设、变量选取及逻辑推理等方面对既有研究进行了综述。 分析表

明，体系中心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论三种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研究路

径在学理性和解释力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体系中心论将理论假设建立在国

际体系对美国对外战略具有直接和根本影响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逻辑性和高度的简

洁性；然而，单一变量和线性思维在分析复杂历史时往往存在因果解释机制构建的重

大缺陷，由此带来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为解决该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内战略文

化作为干预变量纳入研究中，增加了理论的逻辑链条，突显了美国作为单元的特殊性。

不过，由于该理论仍未完全摆脱体系理论的局限，尤其是把体系当作核心变量来研究，

削弱了其作为外交政策理论的效用。 国家中心论采取了与上述两种路径相反的理论

假设和变量选取方式，认为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国内政治冲突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及

其变迁方面扮演着核心变量的角色，而体系因素则起到了干预变量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主要得益于国家中心论的启发，致力于在引入社会变量的过程中，弥

补国家中心论在理论假设、变量选取和经验解释方面的不足，即回答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为何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史表明，国内不同的政治行为体围绕对外战略的制定既

可能导致冲突和斗争，又可能产生共识与合作？ 显然，国家中心论从政治制度出发，只

能解释前一种情况。 第二，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三大变量分别在美国对外

战略演化过程中发挥着何种作用？ 其相互关系是什么？ 第三，在上述变量处于相互作

用的不同状态下，我们应采用何种研究路径或分析视角，才能更为深刻地把握相应情

况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本质特征？

四　 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社会联盟理论：概念、假设与逻辑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属性和行为，其目标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描述性或解释性

的推理。 因此，特定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建立在清晰的概念和明确的假设基础上，才

能有条件进行学术创新，进而有效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难题。① 在上文梳理了既有研究

成果的核心观点、理论假设与逻辑线索后，我们有必要首先对社会联盟理论的相关概

念进行界定，并提出其理论假设和逻辑线索，从而为后文运用这一理论框架解释二战

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奠定基础。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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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联盟的概念界定

“社会联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作为一项概念的出现，主要源于国际政治经济学

（ ＩＰＥ）对于国内社会力量在政府制定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探讨。①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随着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相互融合的趋势不断显现，国际

政治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社会联盟的理论视角解释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② 在现代大

众政治日益兴起的条件下，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只有了解主要社会集团的具体利益，
才能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进而推动政策议程的顺利实施。 伴随全球性经济体系的扩

展，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会卷入国际分工的价值链中，因此国内社会的利益分配便难免

打上国际经济的烙印。 基于此，社会联盟的形成即为国际经济联系对国内社会力量的福

利不断影响的结果。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联盟可以被界定为在政府对外经济政策制

定过程中拥有相似利益诉求和政策倾向，并试图影响决策过程的社会力量的结合。④

从狭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延伸开来，社会联盟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与偏好，可
以进而对一国整体对外政策或战略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⑤ 按照学界对社会联盟的

微观论述，我们可将其进一步理解为以国内产业地理为载体、以社会阶层和经济部门

为两大内核的社会力量的联合体。⑥ 不同的社会联盟由于在国家与外部世界的经济

互动中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在包括贸易政策、军费开支、海外干预等方面的具

体政策议程上形成了差异化的倾向，由此从整体上作用于国家的对外战略。⑦

就美国而言，由于其经济发展和国力壮大主要依靠的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理念

基础上的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由竞争意识而来的企业创新精神，政府在国家现代化

进程中的作用较小，因而一种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和法治观念得以不断崛起，社会力量

对美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也比其他多数国家更为重要和显著。 追根溯源，这种发展模式

得益于其背后一系列不可复制的先天优势，尤其是极为有利的工业化时机、丰富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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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ｕｐ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８６，
Ｎｏ．４， ２００７， ｐｐ．７１－８３；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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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民族信仰。 这一系列特性使得美国通

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路径，以代议制民主这一中介将国家与市民社会联结了起来，

其中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表来行使对于政府的最终控制权。① 因此，在美

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中，社会力量远为强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政治是植根

于社会的。 此外，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也使美国的国内社会力量具有深度参与政府决策

的多样化、成熟化以及制度化路径。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理查德·本塞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ｎｓｅｌ）声称的那样，社会力量在美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②

基于此，以国内不同的产业地理为载体，社会联盟在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演化的

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大力量中心：东北部、西部和南部，而以社会阶层和产业结构

分层为内核，上述三大力量中心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体系因素的变化，则产

生了利益诉求多样化、分层次并且处于不断变动状态的社会联盟，由此构成了特定时

期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 例如，从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美国东北部社会联

盟———主要是工业生产部门和工人、企业家及金融业者等社会阶层———由国内制造业

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致力于在增强自身影响力的同时避免来自欧洲尤其是英国更

为强大的工业产品和金融力量的挤压，因此倾向于对欧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抢占更多

海外战略资源（如在拉美和东南亚进行扩张），而南部社会联盟———主要由种植园经

济和种植园主构成———则从自身与欧洲紧密且互补的经济关系出发，致力于推行自由

贸易并避免因海外战略资源争夺恶化与英国的关系。 然而到了二战以后，由于美国制

造业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越欧洲各国，因此变化了的现实使得东北部社会联盟的利益开

始建立在海外扩张和自由贸易基础上，从而实现了与南部社会联盟利益的融合。 基于

此，我们便可以简单勾勒出一条美国社会联盟格局从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中叶的变化

曲线，即从东北部和南部社会联盟的对立到二者之间的联合，后者为冷战时期美国自

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提供了根本的国内前提。

更进一步讲，由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所决定，代表不同社会联盟利益的政治精

英（如总统和国会议员）便在围绕对外战略制定而引发的国内政治过程中形成了相应

的政治联盟及其力量对比格局。 由于美国的政治选举是以地域 ／选区为单位进行的，

所以选举的进程和结果有着鲜明的以地域为载体的国内社会联盟的色彩。 因此，在这

种国内政治选举模式的基础上，由国会政治博弈的“简单多数”及“绝对多数”原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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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约翰·密尔著，汪瑄译：《代议制政府》，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６８ 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ｎｓｅ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８８９ － １９８０，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ｐ．７．



决定，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特定时期的国内政治博弈中占据多数位置的政治

联盟意志的体现，而后者从根本上反映出的则是同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内社会联盟的

利益诉求。① 例如，从冷战伊始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美国国会内部形成的由东北部

“洛克菲勒”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组建的自由国际主义政治联盟之所以能够在对外战

略制定过程中占据绝对多数的有利地位，主要即因为这一政治联盟反映的就是在此期

间美国国内主导性社会联盟———东北部—南部联盟———的利益。② 对于以上内容，后
文将结合历史进行重点分析，并通过列举国会议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投票行为，发现

相应的国会政治联盟及其背后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的历史变迁轨迹。
（二）社会联盟理论的理论假设

社会联盟理论植根于经济学中经典的 “理性人假设 （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 由这一假设出发，该理论认为，社会力量在美国对外战略方面的偏好来源于

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这一经济层面的理性传导到政治层面，就演变为政治精

英出于赢得选举的需要而寻求满足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诉求的“政治理性”。 在此过

程中，美国的政治精英逐步发展为身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内政治市场（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中的各类“政治企业家（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就

是赢得足够多的选票以确保竞选及连任成功。③ 其结果是，这些政治精英对于国际事务

的态度和立场便成为社会利益及社会力量不断影响、塑造的产物。 因此，社会联盟理论

的核心假设就是以上两类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关的、基于两种利益的“理性人”：一方

面，从“经济理性（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出发，在国际体系变量的干预作用下，社会力量

总是倾向于建立并扩大基于共同外交利益的社会联盟，从而尽可能多地增强政策影响

力，使美国的对外战略朝着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出于“政治理性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总统特别是国会议员不得不以自身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联盟在

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诉求为决策行为的出发点，以推动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 在上述两

个方面的前提假设下，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为合法化形式的政治博弈便应运而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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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ｏｎａｌｄ Ｂｒｏｗｎ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Ｈｏｗ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 Ｈａｓ Ｐａｒａｌｙｚｅ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ｏ⁃
ｌａｒｉｚ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７，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参见 Ｒｏｎａｌｄ Ｂｒｏｗｎ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Ｈｏｗ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 Ｈａｓ Ｐａｒａｌｙｚｅ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ｙｈｅ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４．
这就意味着，在面临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交错压力”时，国内政治考虑在美国对外战略决策者心目中

的地位更为重要。 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Ｑｕａｎｄ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０１， Ｎｏ．５， １９８６， ｐｐ．８２５－８３７；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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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美国的对外战略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在国内政治博弈中处于多数或主导地位的

社会联盟利益或偏好的反映。①

不难看出，社会联盟理论将其假设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做法，较之新古典现实

主义的战略文化理论具有可证伪性以及追踪性和解释力更强等优势。 此外，该理论以

国内社会、政治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分析，相比于体系中心论将国家作为一个统一单元、

进而围绕所谓国家利益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演化的做法，增加了变量的个数，

强化了逻辑链条的完整性。 最后，与国家中心论相比，社会联盟理论将社会利益作为

政治利益决定因素的假设超越了政治制度的约束，完善了对美国对外战略形成背后的

政治过程的理解。

（三）社会联盟理论的逻辑线索

社会联盟理论认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由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层次变

量相互作用的产物。 自 １９ 世纪末以来，伴随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世界经济的开放

性与一体化程度与日俱增，并开始不断挑战传统的关于民族国家统一性的理论假设，

这就为我们打破“黑箱”创造了前提。 在美国，由于国内地域、产业和阶层等社会力量

的多元化特性，国际商品、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经常导致一种“非均衡”的后果，从而极

易使这些社会力量在外交上产生趋同或冲突的利益诉求。② 例如，在特定历史发展阶

段，美国国内某些地域、产业和阶层可能因受惠于经济全球化而获益，另一些则可能因

激烈的国际竞争而面临发展困境。 又如，军事开支中的 “转移支付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

ｍｅｎｔ）”效应往往有利于军工产业和分布有这些产业的地域，而不利于其他地方，因为

后者交付给联邦政府的税收有很大部分被转移支付给了前者。③ 总之，社会利益在外

交上的差异与失衡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围绕美国对外战略（包括军费开支、贸易政策、

海外承诺）而引发的国内政治冲突的来源，甚至成为造成这种冲突的“结构性原因”。

笔者认为，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国内多元的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方面相似或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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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基于此，本文并未把“个人”层次的分析纳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范畴，因为从社会联盟理论及其

“理性人”的假设出发，政治人物的对外战略偏好根本上是由支持他（她）的社会力量决定的，个人在美国对外战

略方面只能起到助推作用，无法发挥决定性影响。 例如，伍德罗·威尔逊（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带领美国从孤立主义转型为国际主义的努力产生不同结果的根源是国内社会联盟利益偏好

及其力量格局。 关于将“个人”作为独立的国际政治分析层次的研究，参见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 Ｍａ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Ｗａ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ｘｉｉｉ．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Ｊａｍｅｓ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Ｐａｒｏｃｈｉａｌｉｓ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Ｖｏｔｉｎｇ 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２， １９９０， ｐｐ．９３６－９６０；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ｏｔｆｅｌｔｅｒ， “Ｓｅｎａｔｅ Ｖｏｔ⁃
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 Ｓｔａｋｅ ｉ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１， １９７０， ｐｐ．９７９－９８３．



的偏好———而非意识形态差异或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设计———塑造了美国对外战略

演化背后的国内政治博弈格局，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内政治制度这一中介，决定了美

国外交的走向。 毫无疑问，这一分析框架挑战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许多假设，尤
其是将研究重点从体系和国家层面转移到了国内社会层面。 通过对二战结束以来美

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分析，该框架将试图表明，美国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对外战略选择都

是国内社会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 在实践中，这种博弈背后的驱动力存在于三个相互

关联的方面。
第一，由于美国政治植根于国内社会，因而社会利益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人物在

对外战略方面的政策立场。 上文已经表明，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是一种结构性的必

然现象，加之自立国时起，美国始终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因此总

统特别是国会议员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包括赢得连选连任和推动政策议程顺利实施

等）出发，不得不在对外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回应他们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利益的诉

求，这就使特定的社会利益对政治人物的行为起到了约束甚至是塑造的作用。① 因

此，围绕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而形成的政治合作或斗争本质上反映出的是国内社会联盟

利益趋同或相冲突的现实。 在这种背景下，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传导到国内政治层面，
便形成了国会中多元化的政策立场，从而为针对对外战略制定的博弈提供了政治舞

台。 归根结底，这种政治博弈取决于总统尤其是国会议员所分别代表的那些以不同地

域、产业和阶层为核心的社会利益的偏好，因此政治人物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无实质

性的发挥空间。 如果政客采取违背选民利益的立场，必然会在选举中遭受惩罚，而这

正是任何一个“理性人”都极力避免的结果。
第二，美国政治的制度设计及其游戏规则使得政治上多数联盟的构建成为必要，

并且只有形成一种基于共同利益且相对稳定的多数联盟，美国的对外战略才有可能较

为长期地持续推行下去。 因此，基于“多数决定”原则，社会力量为了使国家的对外战

略选择符合自身利益，必然致力于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主导性社会联盟，从而实

现左右政策议程的目标。 按照前文的论述，由于美国宏观上存在三大社会力量中心，
即东北部、南部和西部，因此只要三者中有两者形成联盟，便能在政治上获得多数地

位，从而使美国的对外战略成为其意志的体现。② 总之，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根本上

体现出的是一种国内政治的因果作用机制，其相互嵌套的过程与逻辑是：植根于多元

·６７·

　 社会联盟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１９４５—２０１５）


①
②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ｙｈｅ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１９７４．
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后美国西部在外交利益上并非铁板一块，太平洋沿岸与中西部（ｍｉｄ⁃ｗｅｓｔ）分别倾向

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因而西部无法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联盟。 因此，它对于美国外交的影响是增量性质

的，只有在南北出现分裂的情况下，西部作为“摇摆（ｓｗｉｎｇ）”地域的作用才会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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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社会利益及其外交诉求，在每个历史时期，美国的社会联盟格局都决定了国家 ／政

府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格局；在此基础上，国内政治的博弈格局又对美国对外战略的

具体选择起到了直接的塑造作用。

第三，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根本动力源于国内社会联盟的分化与重组，而这种分

化与重组又植根于不同的社会力量随自身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外交利益诉

求。 正因如此，美国的对外战略才体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 从 １９ 世纪末开始海

外扩张以来，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经历过四次主要的分化重组，每一次都根本上改

变了美国对外战略的方向。 例如，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连同美国

国内的“冷战共识”之所以渐趋衰落，就在于维系这一战略共识的东北部—南部社会

联盟出现了分裂。 究其根源，主要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尤其是东北部传统工业

中心的衰落和经济转型，代表这部分社会利益的民主党人在美国对外战略的认知上出

现了变化，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式的遏制战略成本过于高昂，因此转而倾向于降低对苏

遏制的战略成本，突出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的作用，强调减少海外干涉及承诺，同时缩

小军费开支规模。 毫无疑问，民主党的这种转型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表现，而非政

治制度或意识形态使然。 因此，对于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变迁的探究可以帮助我们

发现其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关键性动力，从而丰富和完善学界对于美国外交的理解。

综上所述，美国对外战略归根结底是其国内多元化社会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在

这一过程中，国际体系因素对不同社会力量的外交利益诉求起到了干预作用，而这些

社会力量为了使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符合自身利益，总是倾向于构建基于共同利益且

能够在政治博弈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联盟，因此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相应的

国内社会联盟格局。 由于美国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总统和国会

议员等政治精英从赢得连选连任和推动政策议程顺利实施等个体政治理性出发，在制

定对外战略的过程中便不得不考虑自身依靠的社会联盟的利益，这就使这些社会联盟

得以通过影响政治精英的政策立场而在国家 ／政府层面形成了彼此合作或相互对抗的

政治联盟。 最终，以国会政治博弈为中介或平台，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这一

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联盟意志的体现。 从政治发展史的角度看，由于二战后美

国国内政治格局一直体现为民主、共和两党间的“势均力敌”，即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

够长期、稳定地占据执政的多数地位，因而政治多数联盟的形成必然需要超越党派

（ｂｉｐａｒｔｉｓａｎ）的合作。① 因此本文认为，以国际体系压力为干预变量、以国家 ／政府层面

·７７·



① 参见 Ｒｏｎａｌｄ Ｂｒｏｗｎ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Ｈｏｗ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 Ｈａｓ Ｐａｒａｌｙｚｅ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的国内政治博弈为中介变量、以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及其力量对比为核心变量所体现

出的因果作用链条，构成了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根本逻辑。 这一理论视角与体系中心

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国家中心论的对比见表 １。

表 １　 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的逻辑：四种理论视角

理论 逻辑

体系中心论
国际体系压力→美国对外战略
（核心变量） （因变量）

新古典现实主义
国内政治文化→国际体系压力→美国对外战略
（干预变量） （核心变量） （因变量）

国家中心论
国际体系压力→国内政治斗争→美国对外战略
（干预变量） （核心变量） （因变量）

社会联盟理论
国际体系压力→社会联盟利益与格局→国内政治过程→美国对外战略
（干预变量） （核心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五　 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机制及进程

通过上文对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与总结，笔者论证了

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根本逻辑，提出了一个以社会联盟为视角的理论框架。 本部

分将从体系、国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指出美国对外战略在二战后

得以运行的国内政治机制在不同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之下存在巨大差异，进而说明我

们在相应情况下应采取何种理论模式或研究路径对美国对外战略进行分析。 通过这

一部分的论述，笔者意在表明，无论是用体系中心论还是国家中心论的视角分析美国

对外战略的演化，都存在相应的逻辑前提，并且这一前提植根于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

及其历史变迁之中。 因此，只有将社会中心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我们才能找到二战后

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根本线索，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正确的研究路径对其进行分析。

（一）社会联盟与政治运作机制及理论研究视角

上文曾提到，由于二战结束以来（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新政）美国国内政治

格局一直体现为民主、共和两党间的“势力均衡”，因而任何一项成功且持续的对外战

略必须有赖于稳定的跨党派合作。 更进一步讲，这一政治格局反映出美国社会政治经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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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力量对比的变迁。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开始的社会联盟重组特别是民主党向传统的共

和党势力范围东北部的扩张以及后来共和党跨越区分美国南北部的“梅森—迪克迅

线（ ｔｈｅ Ｍａｓｏｎ⁃Ｄｉｘｏｎ Ｌｉｎｅ）”，进而反过来对于民主党根据地南部的蚕食，使得两党都

逐步拥有了稳定并经过重塑的社会联盟；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南部的崛起，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民权运动取得的重要政治成果，上述两大社会联盟的影响力日益接

近。① 因此，一个稳定的国内多数联盟的形成必然要求东北部“核心地带”与南部“边
缘地带”进行政治合作，亦即形成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 从社会联盟理论出发，这
一格局的出现必须建立在两大社会力量中心存在共同对外战略利益的基础上，而这种

共同利益能否产生，本质上是由东北部和南部各自的经济发展、产业形态、贸易结构和

人口构成等诸多经济、社会因素决定的，并且在其外交利益形成的过程中，来自国际体

系层面的变量还将发挥重要的干预作用，进而参与塑造这种利益。
１ 稳定多数联盟、党派合作机制与体系中心视角

当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得以构建时，由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决定，行
政—立法机构以及国会内部不同的党派之间才能围绕对外战略达成整体上的共识或

妥协，形成政治上的多数联盟，从而构建起一种“党派合作”的政治过程或模式，由此

成为特定对外战略运作的国内基础。 二战后初期，由于两极体系的形成和冷战的开

始，以国际体系压力尤其是苏联构成的巨大战略威胁为干预变量，美国国内此前围绕

对外战略制定而一直存在的党派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抑制，这就为“冷战共识”
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②

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伴随美国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尤
其是东北部逐渐崛起成为全球性的工业、金融和商业中心，美国国内开始出现了一个

支持自由贸易和国际主义战略取向的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③ 因此，国际体

·９７·



①

②

③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ａｔｔｅｎ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Ｔｈｅ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Ｃｒｏ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ｓｏｎ⁃Ｄｉｘｏｎ Ｌ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５５， Ｎｏ．３， １９９１， ｐｐ．４２４－４３１．

Ｈｅｎｒｙ Ｂｅｒｇｅｒ， “Ｂｉ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 Ｓｅｎａｔｏｒ Ｔａｆ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ｌｙ， Ｖｏｌ．９０， Ｎｏ．２， １９７５， ｐｐ．２２１－２３７．

正像前文曾提到的，在二战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由于经济结构的差异，美国东北部一直是贸易保护

主义的提倡者，而南部则倾向于自由主义，因而东北部和南部社会联盟围绕对外政策制定始终存在激烈的矛盾与

冲突。 具体分析可参见 Ｔｏｍ Ｔｅｒｒｉｌｌ，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ｆ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８７４－１９０１，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１９７３；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ｍｉｔｈ，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ｅｒｓ ｏ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ｅｎ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１８９８－１８９９，” Ｍｉｓ⁃
ｓｉｓｓｉｐｐｉ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４， １９７７， ｐｐ．８９－１０７； Ｔｅｎｎａｎｔ 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ｏｕｔｈ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ｅｌｆ， １８７７－１９５０， Ｂａｔｏｎ Ｒｏｕｇｅ：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ｐ．
１６－４６。 到二战结束时，东北部—南部自由国际主义多数社会联盟之所以能够形成，根本上得益于东北部工业化

的推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其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诉求。 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系压力与美国国内主流的社会利益间呈现出显著的“共振效应”，进而使得社会联盟

格局的演化得以在国家 ／政府层面形成稳定的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 在这种情况下，

多元化社会力量对美国政治和外交决策的掣肘被有效地抑制，美国的“国家—社会”

关系因而体现为“强国家、弱社会”；相应地，其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随之表

现为“党派合作”和“强总统、弱国会”（如图 １）。 很明显，这一政治运作机制的形成根

本上是由于国家对外战略决策体现了主导性社会联盟的利益，因此后者主动赋予前者

更大的权力空间所致。 基于国内共识形成的事实，分析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

可以忽略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从“体系中心”视角入手，即以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演

化作为最重要的参考因素。

图 １　 两党在外交政策上的“跨党派投票”占比（１８９８—１９６８ 年）

资料来源：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ｅ Ｍｅｌｌｏｗ， “Ｇｏｉｎｇ Ｂｉ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２０， Ｎｏ．３， ２００５， ｐｐ．４３３－４５４。

２ 不稳定多数联盟、合作—制衡机制与体系—国家视角

不稳定多数联盟指的是一个主导性社会联盟内部出现了局部利益分歧，这种分歧

虽然不足以导致联盟的解体，但却使美国对外战略在运行过程中不再拥有一种持续、

稳定的国内共识。 这也就意味着，两党在某些重要的外交议题上可能会进行合作，但

在另一些议题上则可能存在冲突。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尽管美苏对峙的两极体系并

未发生本质变化，但随着美国国内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开始走向分裂，维系

此前“冷战共识”的稳定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因而不复存在。

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变迁，尤其是东北部

传统工业中心逐渐趋于衰落，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内部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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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冲突日渐浮现。 稳定多数联盟走向分裂的结果是，美国社会在此期间在国家 ／政府

层面无法形成稳定的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 因此，围绕对外战略制定的政治摩擦便不

可避免地会出现。 在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与社会联盟内在龃龉并存的矛盾背景下，美

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演变为“强国家、强社会”，其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

也兼具了党派合作与彼此冲突的双重特点，形成了“合作—制衡”与“强总统、强国会”

机制（如图 ２）。 因此，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已经不再符合“体系中心”的逻

辑。 在国内政治斗争突显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研究路径由“体系中心”视角转为“体

系—国家”视角，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该阶段美国对外战略运行的特点。

图 ２　 两党在外交政策上的“跨党派投票”占比（１９６９—１９８５ 年）

资料来源：由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以及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统计数据绘制。

３ 联盟均势、政治极化机制与国家中心视角

当美国国内不存在一个主导性的社会联盟，并且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在政治影响

上大体接近时，美国的社会联盟将呈现出一种“均势”格局，即没有任何一支力量足以

决定对外战略的决策议程，并且各方处于零和博弈状态。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来自

国际体系层面的压力对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的影响急剧衰减，体系作为“干预变

量”的效应大为弱化。 因此，国内社会利益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内在矛盾

和冲突在美国外交中的影响得以进一步显现。 由于民主、共和两党各自代表的东北部

和南部社会联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它们在对外战略上的差异和分歧取代了

共识与合作；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相互竞争和冲突的社会联盟形成了一种“对等极化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的局面，即国内任何一支社会力量都无法在政治上形成

多数联盟，并且两党之间无法实现妥协。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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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弱国家、强社会”，其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随之演变为“政治极化”与

“弱总统、强国会”，结果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结束后始终处于“钟摆”状态。 基

于此，对于该阶段美国外交实践的观察应持一种“国家中心”视角，即从国内政治的两

极分化和社会联盟的利益冲突中寻找美国对外战略行为的根源。

表 ２　 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三类政治运作机制及其研究路径

国内社会联盟格局 美国对外战略运作机制 美国对外战略研究路径

稳定多数联盟 党派合作 ／强总统、弱国会 体系中心视角

不稳定多数联盟 合作—制衡 ／强总统、强国会 体系—国家视角

联盟均势 政治极化 ／弱总统、强国会 国家中心视角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社会联盟与对外战略演化的历史进程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

衰落与瓦解。 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特征在于对国际制度、多边国际合作的强调及

其背后的核心支柱———美国力量———的运用。① 二战后初期，由于苏联的战略威胁和

欧洲的极端羸弱等国际体系压力的作用以及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的现实，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出现了有利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转向的

各类积极因素，特别是东北部的工商业和金融力量（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ｅａｂｏａｒ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ｅｎｔ）与南部种植园主在对外扩张方面形成共同利益、民主及共和两党中的“温和派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成为国会主流的政治力量以及美国经济在二战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

共同推动国内形成了著名的“冷战共识”，即两党一致致力于推行依靠美国领导的多

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和美国无与伦比的力量相结合的、以遏制苏联对外扩张为核心

目标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 在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政府的推动下，自由国际主义发

展为美国在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稳定性最高的一项对外战略。

然而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尽管国际体系的两极特性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

以越南战争和西欧、日本等的经济崛起为催化剂，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国内基础———

东北部和南部合作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开始出现日益加深的分裂，致使

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北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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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去工业化”的转型阵痛中不得不面临国际竞争力显著下降的困境，因而代表东

北部传统工业力量和劳工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开始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收缩、贸易保护

主义和多边国际合作等“低成本”的方式对苏进行遏制，亦即强调自由国际主义战略

中多边合作的一面而排斥运用美国力量的一面；与之相反，随着新崛起的中西部和南

部产业地带力量的渐趋强大，代表这部分社会联盟利益的共和党人则日益倾向于以战

略扩张、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强势外交政策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亦即强调自

由国际主义战略中运用美国力量的一面而排斥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 基于这一变化

了的现实，原先支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力量———东北部—南部联盟———开始分

道扬镳（如图 ３）。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始终是超

越党派、地域和阶层等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强有力因素，因而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社会

联盟内部出现了分裂，但两党在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方面仍然维持着共识，因而该战

略大体上维持到了冷战结束之时。

图 ３　 两党对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支持度比较（１９４５—１９８５ 年）

资料来源：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１８６。

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体系结构

的根本性变化，维系此前“冷战共识”和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的体系力量（即“干预

变量”）已经彻底不复存在，因而国际体系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急剧弱化。 与此

同时，随着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利益诉求差异的进一步增加，两党及

其各自代表的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选择上便逐渐呈现出了日益显著的“极化”趋势。

结果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处于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钟摆”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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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民主党所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来说，它们认为冷战的结束使美

国应该也有条件进一步缩减军费开支，将其用于解决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尤其是处

于转型困境中的上述地区及其产业部门和社会阶层不愿承担大规模军费开支所带来

的“转移支付”代价。 然而，就共和党所代表的南部—中西部社会联盟而言，由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的产业转型升级使之成为日渐崛起的“阳光地带（ｓｕｎｂｅｌｔ）”，因而区

别于东北部“铁锈地带（ ｒｕｓｔｂｅｌｔ）”的产业结构尤其是信息技术等新兴工业以及丰富的

自然资源等，使之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美国拥有了进一步拓展国际战略空间的绝佳

契机。 此外，由于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为美国主要军事基地和军工产业的所在地，因

此增加军费开支可以实现维护其日益扩张的海外利益与获取现实好处等双重目标。

基于此，共和党代表的国内社会联盟开始倾向于进一步强化美国的军事实力、拓展自

由贸易和海外承诺，同时极力摆脱国际制度对美国行为的约束，以单边主义的方式巩

固美国的霸权地位。①

基于此不难发现，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一种将多边主义、国际制度与合作以

及充分运用美国力量的意愿结合起来的大战略设计———在冷战后已经彻底瓦解。 由

于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联盟重组彻底重塑了美国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

因而美国对外战略在冷战后的这种“极化”和“摇摆”的现象在未来短期内将难以出现

根本改观，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项大战略的复兴在短期内也不具备充分的国内政治、

社会条件。

表 ３　 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历史进程

历史阶段 国内社会联盟格局 美国对外战略变迁轨迹

二战后初期到越南战争
东北部—南部
稳定多数联盟

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

越南战争到冷战结束
东北部—南部
不稳定多数联盟

自由国际主义的衰落

后冷战时期
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
联盟均势

自由国际主义的瓦解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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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对体系、国家以及社会三层次研究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统筹与梳理，本

文旨在重点探究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背后的根本逻辑，并在此基础

上结合历史与现实挖掘其每个阶段的政治运作机制与相应的研究路径，从而构建出一

个更为科学并更具说服力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变迁的理论框架。 上述分析与

论证表明，社会力量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因此社

会联盟理论的构建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美国外交的理解。

六　 余论

冷战结束 １ ／ ４ 个世纪以来，随着苏联的瓦解、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以及美

国接连发动两场最终走向失败的战争，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如何平衡国家对外战略的根

本目标与实现手段方面的共识正变得越来越少，已经达到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

无论是小布什与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伊拉克问题上出现的尖锐对立，还是奥巴马与共

和党强硬派围绕阿富汗问题而产生的激烈交锋，都无一例外地表明，美国在对外战略

方面的两党合作已经不复存在。 那么当前美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有着什么

样的特点？ 在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大变量的相互作用下，美国外交的“后冷战共识”能

否得以形成？ 如果极化与分裂将成为美国对外战略运行背后的国内政治常态，那么其

对外战略在未来又将如何演化？ 在本部分，笔者将结合社会联盟理论，对这些问题进

行简要分析。

（一）体系压力“碎片化”与社会结构“两极化”

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外部干预变量，近年来，国际体系正由“一超多强”朝着

“两超多强”的方向演化，即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差距在

迅速缩小，同时两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在不断拉大。① 正因如此，不少分析认为

中美之间会形成类似于历史上美苏对抗的“新冷战”格局。② 假设情况果真如此，那么

中国崛起带给美国的“体系压力”将有助于其国内形成新的对外战略共识。 然而事实

上，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并无可比性，中国崛起虽然能够带来一定

的“体系压力”，但它给美国对外战略施加的影响极其复杂和多元，所以中美之间竞争

与合作并存的大趋势不会被冲突与对抗的简单化模式取代。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崛起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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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阎学通：《一超多强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载《环球时报》，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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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对美国的影响将体现为一种“碎片化”的特征：两国既有可能在诸如经贸、反恐和

全球治理等领域进行有效合作，又有可能在军事、网络安全和亚太地区领导权等问题

上进行战略博弈。 总之，中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从根本上避免了美国国内形成

一种一致的对华采取遏制战略的共识。①

另一方面，当前美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碎片化”还体现为，随着全球化以及“单极

时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开始不断发酵，世界形势变得愈发混乱、动荡和无序。② 无论

是恐怖主义形势的日益严峻、全球治理难度的不断加大，还是以美俄及俄欧关系恶化

为标志的传统地缘政治角力的回归，当前的国际体系使得美国国内无法就对外战略方

向达成明确和统一的认识。③ 例如，尽管近年来美国致力于集中精力进行全球战略收

缩、同时推进“亚太再平衡”以制衡中国的崛起，但中东、欧洲等其他地缘战略要地国

际局势的变化也不断牵动着美国的神经。 因此，在上述这些“碎片化”的体系压力面

前，如何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如何平衡亚太、中东和欧洲等地缘政治要冲的战

略资源分配都将是美国外交面临的难题。④ 在这种背景下，体系因素无助于美国国内

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对外战略共识。
如果说体系压力的“碎片化”导致外部因素不利于形成国内共识的话，那么当前

美国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则使得这种共识的构建变得更为“遥不可及”。 例如，在奥

巴马就任伊始，他便信誓旦旦地宣称要跨越党派分歧，与共和党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实

现有效的合作。 早在 ２００９ 年，奥巴马即与共和党内的一些知名人物如乔治·威尔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ｌｌ）和戴维·布鲁克斯（Ｄａｖｉｄ Ｂｒｏｏｋｓ）等进行了接触并力图“示好”。⑤ 然

而，奥巴马很快便认识到，两党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冲突并非短期内可以解决或调和。
基于此，他在 ２００９ 年年底多少有些失望地承认：“在应对这次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我没

能把国内有效团结起来……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目前华盛顿已经如此僵化了的政治

氛围。”⑥

正如本文理论所表明的，奥巴马就任后虽然做出过弥合党派分歧、重塑国内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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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但不同社会利益间矛盾的加剧决定了这种努力最终必然走向失败。 例如，在

２０１５ 年年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题为《美国中产阶级衰退》的报告显示，美

国成年人当年的中等收入人群为 １ ２０８ 亿，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总数则为 １ ２１３

亿，中产阶级人数首次跌破成年人口总数的一半。① 这就意味着，奥巴马上任之初致

力于改变的美国社会“１％对 ９９％”的两极化对立结构、重振美国中产阶级的目标不仅

没有实现，现实情况在其即将离任时反而变得更加恶化。 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党与共

和党各自所代表的社会联盟对外战略诉求间的鸿沟正在进一步扩大而非缩小。 因此

概而言之，国内社会结构的现实同样不利于美国重塑关于对外战略的两党共识。

（二）美国对外战略的未来走向

在体系压力“碎片化”、国内社会“两极化”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未来走向仍

将难免呈现出本文已经多次论及的“钟摆”式特征。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

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社会联盟在以地域 （如 “红州” 与 “蓝州”）、阶层 （如 “ １％” 与

“９９％”）和意识形态（如“左”与“右”）等为代表的各个方面，“两极化”程度将难以得

到实质性改观。 在 ２０１６ 年总统大选的党内提名竞争中，以伯尼·桑德斯（Ｂｅｒｎｉｅ

Ｓａｎｄｅｒｓ）和唐纳德·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等为代表的左翼和右翼观点所产生的巨

大国内影响力，即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前美国社会的极化程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

步。 在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下，任何重建自由国际主义共识的努力可能都无法取得

实质性成果。 极化的现实意味着政治领导人不再拥有能够赢得两党一致支持的自信，

因而他们极有可能进一步倒向或左或右的阵营，从而降低自身面临的政治风险。

当然，上述宏观趋势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冲突和

斗争必然将会进一步激化，或始终维持在当前这种较高的水平。 在国内政治精英已经

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政治—社会极化将会给美国对外战略、国家利益以及国内公众对

于外交的信心等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两党不排除在某些具体的外交议题领域通过

利益交换（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实现某种程度的妥协，从而不断降低冲突与对抗的烈度。②

例如，不少美国学者已经指出，两党完全可以利用政治游说等方式逐步实现外交

政策上的合作，减少在诸如气候变化和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 此外，民主党人可以在

共和党人同意对工人的“二次培训”进行投资的前提下支持自由贸易政策。 两党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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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减轻美国全球战略负担的共同点出发，弥合在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等问题上的分

歧。 尽管这些措施不可能使得国内政治恢复到“冷战共识”时期那样的合作程度，但

毫无疑问会推动两党在对外战略的某些方面达成新的共识，从而提高美国对外决策的

效率，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及全球地位。 因此，未来的美国或许更需要像

罗斯福那样致力于推进两党合作的总统，而非小布什那样加剧党派极化的政治家。

归根结底，这些妥协与合作的实现，意味着美国今后的对外战略将必须同时减少

对于多边主义以及运用美国力量两方面的强调，只有在这个总的原则之下，两党才有

可能逐步打破相互敌视的局面。 考虑到实用主义哲学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社会最为重

要的思想传统之一，因此美国的政治精英不排除在未来逐步朝着上述“中间方向”

靠拢。

总之，在体系—社会双重结构决定了美国对外战略在未来短期内无法被一以贯之

地塑造的情况下，其外交能否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自身利益，将取决于国内政治精英是

否能够在尽可能多的议题领域实现妥协与合作。 当然，正如上文的“理性人”假设那

样，由于当前的两极化现象是美国国内政治精英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他们之间

妥协与合作的程度将根本取决于两党利益交换的程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美国

政治的图景与罗斯福或杜鲁门时代已全然不同，因此政治家要想更好地推进美国的对

外战略利益，就必须在平衡国内极化了的社会联盟及其利益诉求方面做出更大的努

力，并且正如本文的理论假设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努力的空间根本上仍将受制于既定

的社会联盟格局。 正因如此，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政治领袖的作用并非为依靠一

己之力，从根本上扭转极化了的国内社会现实，而是在承认这种并不美好的现实的前

提下，尽可能多地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者至少不去加剧这种影响。 正如美国著

名战略家、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在其《世界秩序》一书篇尾所说

的：“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而政治

家必须在结果难料的情况下做出应对挑战的决策。”①

（截稿：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责任编辑：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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